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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影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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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在“十四五”及 2035 年远景目标中将重点关注创新创业,促进国内国际

双循环。其中,高层次人才创业是重要抓手。基于创业绩效理论、创业网络理论、自我效能感理论,以自我效能感为

中介变量、创业网络关系强度为调节变量,构建政府支持影响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的理论模型。数据样本来源于云

南省高创园、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各地商会、历届青年创业省长奖获得者。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

的创业生存、成功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自我效能感的知识内化能力和外向学习信念分别于创业初期、创业成

长期在政府支持与高层次人才创业生存、成功绩效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强关系创业网络强度和弱关系创业

网络强度分别在创业初期及成长期对政府支持与高层次人才创业生存、成功绩效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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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对“十四五”时期进行细致谋划,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远景目标,明确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强调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

力。高层次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在创新创业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在促进国内大循环中,高层次人才创业项目可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更多满足高质量发展需求的产品。近年来,各地出台了“万人计划”“千人计划”等高层次人才引进措施,

营造的创业氛围与提供的帮扶政策有效促进了高层次人才创业活动[1-2]。但在调研走访中发现,高层次人才创业普遍存在“三三现

象”,即 1/3 的企业略有起色、1/3 的企业勉强生存、1/3 的企业倒闭,能够快速成长的企业凤毛麟角,这需要反思政府支持、高

层次人才自身因素、市场三者之间的匹配程度及适应性。考虑到政府支持、高层次人才自身因素、市场之间的复杂程度,除政策

层面提供的市场咨讯及重要行业或领域发展规划信息外,不将市场因素作为本研究的主要维度,只是探究政府支持与高层次人才

创业绩效的影响机理。 

政府支持只有适应地域以及群体差异性,才能更好地发挥政策效应。好的创业政策不仅要关注支持对象的创业诉求、激情和

能力,还要关注政策如何落实资源、营造创业氛围等。以往创业研究中,主要针对大学生创业者、初次创业者、“海归”创业者

等[3],仅关注政策同质化高、政策协调性差、发文主体多、需求类政策偏少、发展阶段政策少等问题,对适用对象、政策精准性、

配套产业差异性、激励时机、创业需求变化等内容进行梳理完善,主要从政策供给角度进行分析[4]。而高层次人才创业者通常将

创业视为一项关乎自身事业前途的重要挑战,赋予创业行为带动产业发展、促进技术革新、发挥更大经济社会效应等价值,而非

简单地获取创业经济回报[5]。因此,关注创业过程中的自我体验感、获得感、成就感显得尤为重要,这需要重点分析高层次人才的

独特属性、需求以及影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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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无论经历创业失败还是成功,创业行为本身带来的积极情绪体验,都在很大程度上带来比财务收益更好的创业

回报。譬如周围群体的支持及对自身创业角色的认同,都能帮助创业者认清角色、责任和任务,激励自己挖掘资源、发挥潜能,全

面识别创业机会、评估创业决策、分析创业阻碍等,增强创业信念。因此,引入自我效能感阐释政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

的影响机理具有重要意义。创业者积极自我效能感的知识内化能力、外向学习信念等维度,能够帮助理解高层次人才创业特质对

创业绩效调控方式及程度的影响。同时,考虑创业网络强度对创业者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在模型设计中分析不同状态下创业

网络强关系、弱关系分别对上述作用产生影响的边界条件。 

1 研究述评与假设 

1.1 政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的影响 

高层次人才综合了能力、态度、品质等方面的良好素质,更加关注自身发展及价值体现。结合实地调研情况,本文将高层次

创业人才界定为具有较高专业知识水平、卓越创新能力、强烈社会责任感、自主创业基础,能够在重点或新兴产业领域突破关键

技术、实现产业化运营、创新商业模式,可在区域内引领某个行业或领域发展,达到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

要贡献的个体。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是衡量创业成功的重要标准,具体衡量方法有很多,可以选取的维度包括效率、成长空间、

利润、规模等方面。借鉴创业绩效相关概念,将创业绩效分为生存绩效、成功绩效两个方面[6]。生存绩效反映创业目标的落实程

度,以及创业过程中资源竞争优劣情况、企业在市场中的稳定情况等,包括初期的资源识别、后期的规模效益以及自由竞争环境

下的生存能力等。成功绩效反映企业长远发展,实现发展利益最大化,包括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上升空间等。同时,相关研究对

创业绩效的测量一般使用感知测量方式,原因在于,虽然主观感知数据会存在测量误差和潜在主观方法偏差,但新创企业不需要

对外公布这些绩效内容,客观数据很难获取,且实证研究表明主观、客观两种测量得到的企业绩效在整体效果上趋于一致。鉴于

此,采用感知测量方式,从生存绩效、成功绩效两个维度评估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政府支持促进高层次人才创业生存绩效方面,

政府支持作为一个完整创业过程的起始环节被创业者关注,为新创企业提供资源及政策,对新创企业优化创业决策并获取创业绩

效具有重要影响。政府支持促进高层次人才创业成功绩效方面,丰富合理的创业支持政策有助于激发和引导创业文化,推动社会

各界以及利益相关者更加支持创业、包容创业失败以及尊重企业家等[7],改善甚至重塑创业者对企业及自身创业效率、贡献的认

识。综合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a:政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创业生存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H1b:政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创业成功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1.2 自我效能感对政府支持影响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的中介效应 

创业者通过感知到的资源、机会、困难衡量自身创业能力,这些感知到的积极因素包括优惠政策、行业准入门槛、产业发展

规划等。自我效能感仅能一定程度反映而不完全代表个人真实能力水平,但它影响个体行为的任务选择、后续决策等[8]。依据自

我效能感的主流研究,从知识内化能力、外向学习信念两个维度关注自我效能感对政府支持影响创业绩效的中介作用。知识内化

能力的中介作用方面,创业者知识内化作用反映创业者在面对创业失败时的一种有效反弹和适应机制,能够在面临逆境或压力时

保持镇定和有效应对问题;高层次人才在有压力的状态下或处于陌生环境中害怕社会负面评价,这时政府提供的创业信息支持、

情感关怀等政策能够形成化解不良情绪的积极因素。外向学习信念的中介作用方面,激情、兴奋、幸福感、满意度等积极情绪在

创业初期盛行[9],能够提高创业机会识别能力与创业绩效;在创业发展阶段,收入与工作不稳定、奋斗成效不显著、决策不自主等

个体感知对创业绩效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此时政府支持对外向学习的支持作用开始形成,借助政府搭建的交流平台,扩大外部

利益相关者,有利于提升政府支持对创业绩效的正向影响。综合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a:创业初期,知识内化能力在政府支持促进高层次人才创业生存绩效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3 

H2b:创业成长期,外向学习信念在政府支持促进高层次人才创业成功绩效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1.3 创业网络强度对政府支持影响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的调节作用 

关于创业网络的资源结构,外部资源主要包括家庭、亲戚朋友、相关供应方等垂直网络,以及市场竞争对手等水平网络[10]。

在生态选择下,新创企业会通过合作等方式建立创业网络以创造机会、获取资源[11],且不同强度的网络关系均能促进创业企业成

长、增强竞争优势、提升创业绩效,但它们具有差异化的作用机理[12]。现有研究中,强关系、弱关系创业网络对创业者行为及创

业绩效的影响仍存在不一致的观点,可能的原因是这些研究尚未考虑创业者特质以及创业企业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影响。强关系创

业网络调节作用方面,高层次人才创业者在企业运行初期缺乏经验,与强关系的深度交流有利于他们获取商业机会、运营对策等

方面的可行建议,强关系的介入能够跨越技术和市场对新创企业的不利判断,有助于提升高层次人才创业者潜力、可靠性、能力

等。弱关系创业网络调节作用方面,弱关系不仅可以弥补新创企业发展带来的结构缺陷,而且可以置身于差异化合作环境中更新

自身知识结构与创业思维,相比于强关系网络的有限资源容量与高昂交易成本,弱关系创业网络有利于创业企业加快信息传递和

反馈,帮助企业在发展中后期寻找能够提供关键市场资讯与相关服务的合作关系。同时,企业发展壮大也导致强关系网络提供的

资源逐渐同质化,原有网络无法满足日益多样化创新需求,促使高层次人才倾向于转向广泛的异质性弱联系。综合以上分析,提出

以下假设: 

H3a:创业初期,强关系创业网络强度对政府支持促进高层次人才创业生存绩效的过程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H3b:创业成长期,弱关系创业网络强度对政府支持促进高层次人才创业成功绩效的过程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综上,构建本文假设模型,如图 1所示。 

 

图 1假设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问卷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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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结合云南省高创园、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创业省长奖获得者、省级商会的创业者访谈情况,参阅相关文献资料,初步提

出相关变量构念及维度。其次,参考相关成熟量表,结合调研对象特点属性,加入体现调研对象特点的关键表述,初步形成问卷测

项。然后,2019 年 6～7月组织访谈,验证测项是否合理。第一次采取调查问卷形式,邀请创业省长奖获得者中的 15位创业者填写,

调整修正可能出现歧义的测项内容。第二次采取专家访谈形式,根据专家建议调整问卷测项相关表述。最后,2019 年 8～9月对云

南省高创园、云南省青年企业家协会、省级商会的创业团队、创业省长奖获得者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填写对象为符合高层次创业

人才特质的团队负责人或主要合伙人、管理人员。收回有效问卷 112 份,删除信度和效度没有达到要求的测项,最终问卷测项统

一采用 Likert5 级量表,其中,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 

2.2 数据收集 

2020 年 2～4月收集相关数据。调研对象主要是云南省高创园、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各地商会、历届青年创业省长奖获得者

中符合高层次人才特征的创业企业,共发出问卷 499 份,收回有效问卷 373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74.7%。剔除成立时间不长、不

具备研究价值的 10 份问卷,最后收集 363 份问卷,样本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高创园(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各地商会,最终有效问卷分布情况为云南省高创园 108家、省青年企业家协会 96家、各地商会 108家、

历届青年创业省长奖获得者 51人,涉及多个行业和经营领域。 

借鉴大多数学者关于企业发展阶段的定义,研究对象为成立时间8年以内的企业,成立时间3年以内界定为创建期,4～8年界

定为成长期,其中,163 份样本处于创建期,200份样本处于成长期。 

表 1样本基本情况描述(N=363) 

项目 分类 
样本/

个 

占比

/% 
项目 分类 

样本/

个 

占比

/% 
项目 分类 

样本/

个 

占比

/% 

创业者学

历层次 
大专(高职) 24 6.6 

企业员工

规模 
1～10 人 63 17.4 

所属

行业 
制造业 11 3.0 

 
大学本科 157 43.3 

 
11～50 120 33.1 

 
批发和零售 38 10.5 

 
硕士研究生 89 24.5 

 

51～100

人 
83 22.9 

 
金融业 34 9.4 

 

博士研究生及

以上 
93 25.6 

 

101 人及

以上 
97 26.7 

 
软件开发 30 8.3 

创业者年

龄 
25 岁及以下 54 14.9 企业年龄 1 28 7.7 

 
住宿和餐饮 22 6.1 

 
26～35岁 119 32.8 

 
2 69 19 

 

租赁和服务(包

括咨询) 
32 8.8 

 
36～45岁 83 22.9 

 
3 66 18.2 

 
文化和娱乐 30 8.3 

 
46 岁及以上 107 29.5 

 
4 80 22 

 
建筑业和房地产 40 11 

企业资产

规模 
0～100万 24 6.6 

 
5 68 18.7 

 
交通运输业 28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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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00 万 157 43.3 

 
6 27 7.4 

 
生物及医药 40 11 

 
500～2000 万 89 24.5 

 
7 12 3.3 

 
信息传输和 IT 51 14 

 
2000 万以上 93 25.6 

 
8 13 3.6 

 
其它 7 1.9 

 

问卷样本中本科学历占比最高,达到43.3%,其次是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均在25%左右,符合高层次人才创业者的研究要

求;创业者年龄 25岁及以下的偏少,这也反映了一般高层次人才在获取高学历的过程中,前期需要投入大量时间成本。 

2.3 变量测量 

(1)自变量。 

政府支持的测量主要参考以往研究的政策支持量表[13],包括 5个题项,分别为:政府制定实施了厂房、办公场所、税收减免等

支持企业运营的政策(GS1);政府提供技术信息和其它技术支持(GS2);政府提供重要的市场信息(GS3);政府提供咨询、免费培训等

帮助(GS4);政府在投融资、资金补助等方面提供帮助(GS5)。 

(2)因变量。 

主要借鉴以往研究构建的创业绩效指标体系[14],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包括生存绩效和成功绩效两个方面,生存绩效包括 3 个

题项:目前公司没有碰到财务困境(SP1);目前公司整体运营状况良好(SP2);公司将会持续经营 8 年以上(SP3)。成功绩效包括 4 个

题项:与行业相比,公司销售额增长很快(CP1);与行业相比,公司员工数量增加很快(CP2);与行业相比,公司的市场份额增长率较

高(CP3);公司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CP4)。 

(3)中介变量。 

参考相关文献并结合高层次人才创业现实情况,积极自我效能感测量包括知识内化能力和外向学习信念两个维度
[15]

。其中,

知识内化能力包括 4个题项:对初始、基础、内部创业能力有积极的把握(IA1);对社会比较信息更为关注和敏感,比较害怕负面评

价(IA2);能够在面临困境或者压力时保持镇定并有效解决问题(IA3);能够对失败和失误进行客观的内部归因(IA4)。外向学习信念

包括3个题项:善于利用创新思维寻找解决办法,具有应对挫折的能力(OC1);针对现实缺口积极作为,善于寻找外部合作机会(OC2);

具有追求成功、勇于探索、独立自主的积极个性(OC3)。 

(4)调节变量。 

借鉴文献[16]的社会网络量表,结合高层次人才创业现实情况,将高层次人才创业网络分为以家庭成员、同事、师长和同学

等为主的强关系,以及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同行竞争者等弱关系,从上述两方面测量创业网络强度,分别包括 3 个题项。其中,

强关系包括:就创业问题,我与家庭成员存在密切联系(SR1);就创业问题,我与工作同事存在密切联系(SR2);就创业问题,我与学

校师长和同学存在密切联系(SR3)。弱关系包括:我与大学等科研机构存在密切联系(WR1);我与创业管理部门存在密切联系(WR2);

我与业界同行存在密切联系(WR3)。 

(5)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分为企业层面和个人层面。其中,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考量创业者个人特质,包括创业者年龄和学历层次,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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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年龄分为4个等级,1表示25岁及以下,2表示 26～35岁,3表示 36～45岁,4表示 46岁及以上;学历层次结合高层次人才特征,

以大专(高职)学历为下限,博士学历为上限,分为 4 个等级,分别用数字 1～4 表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考量企业发展周期

及企业特质带来的影响,发展周期包括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企业特质指企业所属行业
[17]
,企业年龄指企业成立时间;企业规模包

括员工数量和资产规模,均分为 4个等级;所属行业分为 12个门类(见表 1)。通过对上述变量的控制获得更加准确的研究结果。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样本检验 

(1)信度效度检验。 

对样本进行信度以及组合、聚合和区分效度检验(使用 SPSS22.0 和 Amos21.0 软件),结果如表 2 所示。变量各维度的

Chronbach′sα系数均大于0.8(以 0.8 作为 Chronbach′sα信度系数的临界值),具有良好的信度。因素负荷量均在p<0.01 的

水平上显著,最小为 0.604,最大为 0.932,符合介于 0.5～0.95 之间的要求。组合信度(CR)最小为 0.843,达到大于 0.8 的要求。

平均变异量抽取值(AVE)最小值为 0.648,达到大于 0.5 的要求,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同时,对政府支持、创业生存绩效、创业成功绩效、知识内化能力、外向学习信念、强关系创业网络强度、弱关系创业网络

强度 7 个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使用 Amos21.0 软件),反映模型拟合情况的指标包括相对卡方(χ2/df)、RMSEA、CFI 和 IFI,

其中,χ2/df=1.440<3,CFI=0.983>0.9,IFI=0.983>0.9,RMSEA=0.035<0.08,TLI=0.979>0.9,各指标均良好,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

区分效度。 

(2)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样本数据来自云南省高创园、省青年企业家协会、省级商会中的高层次人才创业者,可能出现同质化现象,因而进行共同方

法偏差检验,采取Har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在未转轴时第一个因子解释了 25.241%的变异,小于40%,所以,同源偏差不显著。 

表 2关键变量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测项 α系数 因素载荷值 CR AVE 

政府支持 GS1 0.904 0.749 0.906 0.659 

 
GS2 

 
0.872 

  

 
GS3 

 
0.840 

  

 
GS4 

 
0.789 

  

 
GS5 

 
0.804 

  

创业生存绩效 SP1 0.876 0.859 0.877 0.704 

 
SP2 

 
0.822 

  

 
SP5 

 
0.835 

  

创业成功绩效 CP1 0.899 0.899 0.906 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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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2 

 
0.919 

  

 
CP3 

 
0.859 

  

 
CP4 

 
0.670 

  

知识内化能力 IA1 0.919 0.923 0.922 0.746 

 
IA2 

 
0.840 

  

 
IA3 

 
0.830 

  

 
IA4 

 
0.859 

  

外向学习信念 OC1 0.885 0.911 0.887 0.723 

 
OC2 

 
0.817 

  

 
OC3 

 
0.820 

  

强关系创业网络强度 SR1 0.941 0.925 0.943 0.847 

 
SR2 

 
0.932 

  

 
SR3 

 
0.905 

  

弱关系创业网络强度 WR1 0.818 0.604 0.843 0.648 

 
WR2 

 
0.916 

  

 
WR3 

 
0.860 

  

 

(3)相关分析。 

表 3给出了变量相关分析,政府支持与创业生存绩效((β=0.329,p<0.01))和成功绩效之间(β=0.365,p<0.01)均存在显著相

关关系,政府支持和知识内化能力(β=0.357,p<0.01)及外向学习信念(β=0.326,p<0.01)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知识内化能

力与创业生存绩效(β=0.239,p<0.01)、外向学习信念与创业成功绩效(β=0.305,p<0.01)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初步验证了研

究假设。 

表 3变量描述统计与相关系数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企业年限 3.79 1.719 1 
     

员工规模 2.59 1.061 -0.003 1 
    

资产规模 2.72 0.953 0.038 0.070 1 
   

学历 2.69 0.928 0.088 -0.031 -0.03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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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2.67 1.054 0.063 0.051 0.048 0.023 1 
 

所属行业 6.72 3.220 -0.008 -0.059 0.038 -0.008 0.046 1 

政府支持 3.73 0.972 -0.010 0.103 0.083 0.072 0.031 0.021 

生存绩效 4.18 0.619 0.126* 0.114* 0.182** 0.124* 0.145** 0.074 

成功绩效 3.19 0.772 0.028 0.108* 0.135* 0.140** 0.043 0.047 

知识内化能力 3.34 0.759 0.046 0.142** 0.023 0.050 0.027 0.014 

外向学习信念 3.10 0.725 0.015 0.026 0.105* 0.088 0.014 0.111* 

强关系创业网络强度 3.02 0.848 0.000 0.037 -0.056 -0.025 0.087 -0.041 

弱关系创业网络强度 3.51 0.914 -0.023 0.043 -0.027 0.051 -0.057 0.103 

 

3.2 假设检验 

使用 SPSS22.0 进行层级回归分析,验证 H1、H2、H3,按照企业发展阶段分为初创期(小于 3 年)和成长期(4～8 年)两类,得出

163 份创业初期样本、200份创业成长期样本,对总样本进行回归分析验证主效用,对分样本进行回归分析验证中介效用和调节效

用。 

模型 1 和模型 5 为控制变量(企业年限、员工规模、资产规模、学历、年龄以及所属行业)对创业生存绩效和创业成功绩效

的全样本回归;模型 2 和模型 6 是在模型 1、模型 5 基础上增加自变量政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创业生存绩效和创业成功绩效的回

归。模型 1和模型 5结果显示,企业年限(β=0.037,p<0.05)、企业员工规模(β=0.061,p<0.05)、资产规模(β=0.108,p<0.01)、

学历(β=0.081,p<0.05)、年龄(β=0.070,p<0.05)与高层次人才创业生存绩效显著正相关,企业员工规模(β=0.077,p<0.05)、

资产规模(β=0.104,p<0.01)、学历(β=0.122,p<0.01)与高层次人才创业成功绩效显著正相关;模型 2和模型 6的回归结果表明,

政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创业生存绩效(β=0.190,p<0.01)和创业成功绩效(β=0.269,p<0.01)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假设 H1a和 H1b得

到支持,即政府支持力度越大,高层次人才的创业生存绩效和创业成功绩效越高。 

参考中介作用的相关检验方法
[18]

,首先,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是否具有显著性(如模型3、模型7);其次,依次检验自变量对中

介变量是否具有显著性(如模型 9、模型 10),以及全模型中中介变量对因变量是否具有显著性(如模型 4、模型 8);最后,检验全

模型中自变量对因变量是否具有显著性。模型 3、模型 7 的回归结果表明,政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创业初期的创业生存绩效

(β=0.293,p<0.01)和创业成长期的创业成功绩效(β=0.323,p<0.01)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型 9、模型 10 的回归结果表明,创业初

期政府支持对自我效能感的知识内化能力(β=0.260,p<0.01)有显著正向影响,创业成长期政府支持对自我效能感的外向学习信

念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22,p<0.01);模型 4、模型 8 回归结果表明,全模型中创业初期知识内化能力、创业成长期的外向学习

信念分别对高层次人才创业生存绩效(β=0.131,p<0.05)和创业成功绩效(β=0.276,p<0.01)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型4、模型8的

全模型关系中,在知识内化能力的中介作用下,创业初期政府支持与创业生存绩效的回归系数下降(β=0.259,p<0.01),在外向学

习信念的中介作用下,创业成长期政府支持与创业成功绩效的回归系数也出现下降(β=0.211,p<0.01)。由以上分析结果可知,假

设 H2a、H2b得到验证,即知识内化能力、外向学习信念分别于创业初期和成长期在政府支持与创业生存绩效、创业成功绩效的关系

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依据调节作用层级回归检验步骤,先检验创业初期政府支持对创业生存绩效以及创业成长期政府支持对创业成功绩效的作

用(模型 3、模型 7),再依次检验添加调节变量(模型 11、模型 13)和调节变量与因变量交互项后是否产生调节作用(模型 12、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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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14)。 

模型 3 和模型 7 的结果在上文中已经得到验证,模型 11 的结果显示强关系创业网络强度与高层次人才创业生存绩效的关系

不显著(p>0.05),模型 13 的结果显示弱关系创业网络强度与高层次人才创业成功绩效(β=0.257,p=<0.01)的关系显著;模型 12

的结果显示,创业初期政府支持与强关系创业网络强度交互项的标准化系数为 β=0.127(p<0.05),强关系创业网络强度在政府支

持与创业生存绩效的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意味着在创业初期,随着强关系创业网络强度的提升,政府支持影响创业生存绩

效的幅度增大(反之亦然),如图2所示,因而假设H3a成立;模型14的结果显示,创业成长期的政府支持与弱关系创业网络强度交互

项的标准化系数为 β=0.168(p<0.01),弱关系创业网络强度在政府支持与创业生存绩效的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意味着在创

业成长期,随着弱关系创业网络强度的提升,政府支持影响创业成功绩效的幅度增大(反之亦然),如图 3所示,因而假设 H3b成立。 

为清晰表述创业网络强度如何调节政府支持与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在数据中心化的基础上,绘制调节变量高分

组和低分组情况下政府支持与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间关系,如图 2、图 3所示。 

 

图 2创业初期强关系创业网络强度的调节作用 

 

图 3创业成长期弱关系创业网络强度的调节作用 

由图2可知,在创业初期,强关系创业网络强度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政府支持对创业生存绩效正向影响关系的斜率大于强关

系创业网络强度水平比较低的情形,说明高强关系创业网络能够增强政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创业生存绩效的影响,同理,图 3显示

在创业成长期,高弱关系创业网络能够增强政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创业成功绩效的影响,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3a和H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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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与意义 

在考虑企业发展阶段的前提下,讨论了自我效能感在政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创业网络

强度的调节作用。首先,研究发现政府通过各种针对高层次人才创业的支持手段,在创业生存绩效和创业成功绩效两方面影响高

层次人才创业绩效;其次,在创业初期,知识内化能力在政府支持影响高层次人才创业生存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在创业成

长期,外向学习信念在政府支持影响高层次人才创业成功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最后,强关系创业网络强度和弱关系创业

网络强度分别在创业初期及成长期对政府支持与高层次人才创业生存、成功绩效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理论贡献在于:①关于政府支持对创业绩效的作用,现有文献尚未针对高层次人才这一特定创业群体展开研究,本文关注高

层次创业人才与一般创业者的特征差异,明晰了高层次创业人才的内涵和特征维度,扩充了现有研究对象范围;②考虑企业发展

周期情况,引入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探讨高层次人才如何通过知识内化能力和外向学习信念的路径实现自身创业绩效提升,

完善了现有研究;③创业网络作为高层次人才创业的重要载体,将其纳入研究框架,考察了强、弱关系创业网络在企业不同发展时

期对政府支持影响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的调节作用,探究了政府支持影响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在创业网络层面上的作用边界,具

有重要指导意义。 

对高层次人才创业的管理启示:首先,针对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差异化现状,政府作为宏观调控方,可以通过加大政府支持帮

助高层次人才提升创业绩效,进而发挥其在经济活动中的支撑作用;其次,高层次人才创业管理部门还要关注政策支持的方式和

策略,把握高层次创业者心理状况,通过对情景和创业者心理状态的复合分析,在创业初期多采用促进高层次人才知识内化能力

的支持手段,在创业成长期多使用促进企业外向学习信念的手段,灵活使用政府支持提升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最后,企业应加强

创业网络关系构建,在创业初期,高层次创业者应该把精力放在运营强关系上,但也需要积极开拓自己的弱关系网络,在企业进入

成长期前未雨绸缪,在成长期侧重于增强与弱关系创业网络成员的交流。 

4.2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首先,问卷样本来源于云南省高层次人才创业企业,范围较为局限,后期研究应扩大样本收集范围,以体

现不同地区政府支持与高层次人才创业的特性和共性,增强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其次,政府支持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具有一定滞后

性,而且各变量存在动态变化比较大的情况,未来可以采用动态时序性研究,使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最后,本文针对高层次创业

人才在概念和特征上进行了简单梳理,未来可以针对高层次人才这一特定研究对象系统化梳理和归纳其创业行为,进而为高层次

人才创业管理和研究提供更清晰、系统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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